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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三十年：中國政治 
權力結構與經濟關係再探討

● 祝猛昌、李飛躍、張冬、劉明興

摘要：以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新中國前後「兩個三十年」之間的關係是

長期以來學術界探討的重要問題。本文基於經濟分權的視角，認為中共中央委員

會權力結構與經濟政策有着密切的關係。文化大革命改變了中央委員會的權力結

構，具有經濟集權偏好的國務院領導集團受到了嚴重的衝擊，在中央委員會中所

佔比重急劇下降，而地方代表所佔比重明顯上升，中央政府和地方的權力對比關

係發生了重大變化，構成了發端於1970年並持續到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前經

濟分權的政治基礎。與此同時，由於實際政治權力出現分散化的趨勢，影響了分

稅制改革過程中經濟集權的效果。中央委員會權力結構的變動對中國實行對外開

放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九一三事件」後，軍隊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佔比下降為

對外開放鋪平了道路。本文認為，經濟體制變遷與政黨精英權力結構之間存在密

切關係，文革是政黨精英權力結構發生變動的衝擊來源。因此，新中國前後三十

年經濟關係不是割裂的兩個階段，而是緊密相連的。這種高度一致的政治邏輯在

國民黨統治大陸和台灣時也有深刻的體現。

關鍵詞：文化大革命　中央委員會　經濟分權　兩個三十年　改革開放

一　引言

2010年代以來，隨着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一些社會經濟問題開始凸

顯，深化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一種呼聲強調「頂層設計」的重要性，認為由

最高層推動的理性化、統籌全域的改革是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根本動力1。另

外一種聲音認為改革陷入瓶頸的根本原因在於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推進改

革必須打破利益集團的重重阻力2。「頂層設計」論要求我們進一步明確成功

推動改革需要哪些制度和政策的變革措施，而「利益集團」論則提示我們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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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術論文 深入探討制度和政策的變革需要具備哪些必要條件。理解當前改革的問題與

矛盾，需要同時回答上述兩方面的問題。

我們認為，討論這兩方面的問題應該深入地反思新中國成立後的政治經

濟關係，尤其是對被普遍認為是經濟發展分水嶺的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

後兩個時期經濟關係的認識。2009年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以十一屆三中全

會為界，大致可分為「兩個三十年」。對於如何看待這兩個三十年，長久以來

成為學術界、理論界探討的重要問題。

現有研究更多地着眼於解釋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現

象，並且識別出一系列造就「中國經濟奇迹」的制度和政策環境。這一問題似

乎更容易達成共識，大部分研究肯定了經濟分權、所有制結構轉換、對外開

放對於促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作用3。從廣義上來說，經濟分權可以被界

定為中央政府向次級及地方政府下放對經濟資源（包括財政收入、投資資金及

國有企業）的控制與分配權力。「保護市場的財政聯邦主義」理論假定了中央政

府具有天然的掠奪傾向，認為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如權責清晰劃分、中央政

府保證統一市場、下級政府負責經濟管轄權、地方政府預算硬約束等）使得中

央向地方分權，限制中央政府的權力，能夠有效地保護市場經濟的發展；中

國經濟增長正是得益於1980年代行政性分權以及以財政包乾為主要內容的財

政分權4。鄭永年指出，中國儘管在政治制度上不是聯邦制，但是中央和地

方關係形成了行為上的聯邦制，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5。「晉升錦標賽」理

論認為除了財政收入對地方政府的激勵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地方官員為了政

治升遷而展開的本地生產總值（GDP）增長競賽6。中央政府掌握組織人事控

制權，GDP是考核指標之一，地方官員有很強的激勵去發展地方經濟，從而

提高自己政治升遷的可能性。經驗證據也發現，官員升遷概率與政治升遷呈

現顯著的正相關關係7。事實上，不論是「保護市場的財政聯邦主義」理論還

是「晉升錦標賽」理論，都承認有效的經濟分權是中國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原

因。伴隨着經濟分權，國有部門規模不斷縮減，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的異軍

突起和持續發展也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8。此外，中國逐步摒棄了「閉關鎖

國」的政策，恢復了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貿易關係，不斷對外開放，吸引外資

和技術，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增長9。

那麼，這一系列分權性的改革究竟是在怎樣的背景下產生的，需要具備 

哪些必要條件？第一類文獻強調，傳統體制產生的問題不斷積累，使得改革

成了解決危機的出路。比如，關海庭認為，計劃經濟體制造成經濟結構不合

理，文化大革命又將中國經濟拖到了崩潰的邊緣，改革成了一個現實選擇bk。 

但是，傳統體制存在危機並不必然會帶來分權性的改革，比如大躍進造成了

經濟下滑並暴露了傳統體制的問題，但是領導層卻在「調整、鞏固、充實、提

高」的「八字方針」指引下反而上收了經濟權力，進一步加強中央政府對經濟資

源的控制。許多研究還傾向於割裂地看待1978年前後的經濟分權，忽視了其

中的連續性。比如，吳敬璉認為1970年起以「下放就是革命、下放越多就越革

命」為口號的大規模經濟管理體制改革，與1958年大躍進時期的權力下放一

樣，「以造成混亂隨後重新集中告終」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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